
　　 【编者按】欧阳发同志年逾八旬，曾在安徽省、市两级党委机关，省地方志办公室、省政

协文史委员会、省级媒体等多个单位多个岗位工作，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

编纂了大量各层级各行业的志书，可以说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８４年金秋时节，身为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的欧阳发同志，执笔撰写关于地方志编修情况
的专题报告，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为此，国务院发布了专门文件，直接促成了

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发展。欧阳发同志从省政协副巡视

员岗位退休之后的２０多年中，没有停下追求地方志事业的步伐，一直秉承 “以修志为乐，以修

志为荣”的理念，老骥伏枥，孜孜以求，在地方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道路上，实现厚重而闪光

的人生价值。

往事回味

欧阳发

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迄今４０余载，中间经历了许多往事，无不与地方志编纂和研究
相关联，因系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憧憧往来心中，久久不能离去。近日闲来无事，遣笔记

之，回味其中甘苦，一乐也。

———题记

初 踏 志 界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９日， 《安徽日报》刊发了我撰写的一篇言论，题为 《建议编修安徽地方

志》。同年７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宣布成立。１１月，安徽省委决定成立省志办，大概是因为
先前刊发的那篇言论造成的印象，我自然成了省志办工作人中的不二人选。１９８２年３月，我从
省委办公厅调入省志办，负责资料征集和业务指导。７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召开第一
届第二次 （扩大）常务理事会，安徽是赵文衡同志和我参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地方史志

协会活动。

会议由曾三、梁寒冰、朱士嘉主持，与会者３０多人，其中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
的史志名家。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使我大开眼界。在讨论省、市、县参考篇目时，受会议热烈

气氛的感染，我按捺不住激情，便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了协会副秘书长周雷，询问列席代表

可否发言？周雷说：“可以，你说吧！”我对参考篇目中的 “民主革命纪略”和 “社会主义政

治运动纪略”两个类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国史、党史、地方志三者之间应有个分工，

地方志不可替代党史编纂，地方志应侧重于地方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经济发展

等，虽说编修方志势必涉及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只需记述本地发生的重

大事件即可，不必独设门类，建议取消这两个 “纪略”。若保留，必然是集中排列大量事实，

客观上形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政治

运动则存在许多失误，掌握不好易授人口实。我的发言引起梁寒冰会长的特别关注，后来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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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参考篇目中取消了 “民主革命纪略”和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纪略”。可能是专家们另有考

量，或许是我的发言发挥了作用，为此，我深受鼓舞。从此，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领导和工作

人员记住了我的名字。

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举行会议，隆重宣布成立。这是中央批准恢复地
方志小组活动并改名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中指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

导，其日常工作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负责。由于地方志编纂在我国已中断多年，好几代人都没有

修过方志了，对于如何编纂志书普遍不是十分清楚，尤其是采用何种体例众说纷纭。因此，此时

史志协会开会、培训大多是以研究方志体例为中心议题。

８０年代初，全国地方志工作发展不平衡，开展早的、进展快的已经成书，开展慢的还停留
在组织队伍、培训干部阶段。为了弄清志书体例，我把全国已经编印的新志书和评议稿与传统志

书进行了反复比较，发现新志在体例上问题很多，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 “三大

块”，即先分期、后分类，把一部志书分为古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三大部分，如新编

《呼玛县志》；一种是 “三小块”，即先分门类，在门类之下再分古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

后编写，实际是横剖未尽，如新编 《台安县志》；另有一种是腰斩一刀，全书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立为分界线，分为截然有别的上下两大篇。只有新编 《如东县志》横剖８个门类，较好地继
承了传统志书的体例。志所以称之为志是因为它的体例所决定的，如果新方志体例还没弄清楚，

志书就已经出版，各行其事，这是十分危险的。我对志书体例有所认识和敏感，这要感谢安徽人

民广播电台编辑部，７０年代后期该台开办了 “古代作家与安徽”专栏，每周一稿，播送两次，

我被聘为专栏作者。为了寻找古代作家在安徽活动的踪迹，我几乎翻遍了省档案馆收藏的府、

州、县志，看得多了，自然对志书体例格式有所认识。

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利用出席全国城市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机会，向副会长董一博说了我

的上述认识。董老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会议结束后，再找几个省的同志去原平县开个小会，专门

研究新志体例。参加原平会议的有山东、安徽、辽宁、山西四省修志人员，协会除董老还有人民

大学的刘光禄先生。在讨论中，我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何为体例，志体是由体裁、结构和章法构

成。二是如何把握志体，分析了当前五花八门的志书形式，批评了 “三大块”“三小块”“上下

篇”等违例之举。三是体例的继承与创新，对新编 《如东县志》的做法表示赞同。开始反应并

不那么热烈，到了晚上，大家好像回过味来，纷纷走进我的房间与我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看来

这些认识不过是 “小菜一碟”，而在当初却似 “一声炸雷” （邵长兴语）。会后，我将在原平会

议上的发言，整理成 《志体三议》，发表在 《中国地方史志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５期上。此文发表
后，引起全国志界的热议，对于新方志体例的形成和统一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 书 中 央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０—２１日，中指组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北京召开旧志整理预备会议，会上会
长梁寒冰宣布：根据工作需要，经协会领导人协商，决定增聘左开一、朱文尧、刘光禄、欧阳发

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秘书长。平时在原单位工作，协会有事召之即来。

当时指导小组的办公室也是史志协会办公地点，办公人员六七人，仅平房３间，行政上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其地位不及一个研究所。接待工作更令人尴尬，有次到京开会，办公室有位

领导推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我。有次进京，因找不着旅馆，夜晚只好睡在社科院驾驶班的桌子上

过夜。各地志办来人，见中指组办公条件如此，无不感到出乎意外。这些与领导全国百万修志大

军的指挥机构极不相称。董一博副会长多次与我议论办公条件和领导人员结构，发誓要改变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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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并决定向中央写信如实报告。开始，董老把写信任务交给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结果写的

不理想。之后，董老亲自执笔，写成了万言书，全文长达２万多字。我以为太长了，我说：我是
当秘书出身的，给中央的报告文字一般不超过３０００字，电文不超过１０００字。若写得过长，很难
送到日理万机的中央首长手中，如果是秘书摘报，也未必都能抓住要害。董老听到这么一说，便

说：“你来写吧，北方片会议时带去。”

谈话后，我回到合肥，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把信写好，用了１８００字。在信上提出４条具体
意见：第一，因势利导，要把全国修志当成一项重要文化建设来抓，要有一个副总理挂帅；第

二，指导小组的隶属关系应恢复到 “文革”前那样，划归国务院领导，以便形成党委领导、政

府修志的格局；第三，切实帮助解决办公人员的必要编制、住房、活动经费及印刷事宜等；第

四，以中央或国务院名义颁布 《编修新方志条例》。１０天后赶到北京交了卷，董老看了我起草的
信比较满意。随后，我与董老一道去黑河市参加北方片会议。到了黑河，董老便召集王文举、刘

乾昌、刘福钧、曹振武和我，在我的住地讨论了这封报告信，大家一致赞成。议论中有人提出最

好请万里同志来抓方志工作，因为万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这个建

议，我在信上加上万里副总理的名字。讨论结束后，我说刘乾昌字写得好，请他抄一遍吧，刘也

答应了。信重抄后，交董老最后审定，而后由董老交刘福钧安排打印的。打印稿我看了一遍，原

文未作更改，但在信的开头由董老亲自加了几句话，文曰：“博碌碌袜线，无所长短，惟每廑时

忧，临渊是惧！是以不揣愚蒙对中国地方志工作，向你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为自己能圆满完

成协会领导交办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但这份报告信能否送到总书记手中，能否得以批示，心里没

有底，反正是试试看。

从黑河归来，协会派董老和我去西安讲学，结果董老病了，留在北京，我只身一人前往西

安。在西安，陕西志办安排讲一天休息游览一天，折腾了一个星期。回到合肥，一直与董老保持

热线联系。有一天，董老告诉我，信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局长亲自安排送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办公

桌上，总书记十分重视，亲自批示转给胡乔木，胡乔木批示后，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看来方志

事业有希望啦！听此消息，激动不已。

不久，接到中指组开会通知，让我去北京列席中指组会议，讨论落实耀邦、乔木的批示。参

加会议的有中指组领导成员、协会会长、副会长和正副秘书长。我是提前一天到达北京，因为董

老尚未出院，我到安贞医院探视，见面后他格外高兴和激动，有一种说不出的胜利喜悦。他和我

说了他的宏伟规划，要成立方志研究院，要办一张 《中国方志报》，要办一个方志出版社……

在会上，我看到了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影印件。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地方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

抓敢闯的人牵头，并批示胡乔木同志阅，批转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办。日期为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０
日。８月２１日乔木将批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梅益、马洪二位领导，并批示认真改变目前的状
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遇有困难，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和各省市县负责解决。

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仅推动了地方志工作进展，亦改善

了中指组办公室的办公条件，同时也把董老在方志界的影响推向了高峰。董老每次谈话或写信，

谈及上书中央一事，总是说：欧阳子 “功不可没”。其实，这封信是董老直接策划的，我只不过

做了一点具体工作。时隔数年董老和梁公相继去世，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地方志在全国范

围内蓬勃开展起来，硕果累累。有人说，没有董老上书，就不会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就不会有

国务院３３号文件，也不会有全国第一次方志工作会议。每当回忆此事时，我感到十分欣慰，当
年参与给中央上书，这是我做了一件有利于方志事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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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现 担 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因人事变动，特别是方志界重要领导人和有影响的专家，
如曾三、梁寒冰、董一博、朱士嘉、傅振伦、李志敏、刘光禄等相继辞世，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

活动再也不比往常活跃，而此时全国普修方志亟待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和探索二轮志书的编修。

方志界有识之士莫不为此事发愁，特别是朱文尧同志心急如焚，他和我同是协会副秘书长，深感

有劲使不上。我们利用信件、电话和一切见面的机会探讨怎么办？能不能站出来主动担事？能不

能成立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推它一把？最后选择成立华夏地方志研究所。

孰知在中国办个民间学术团体谈何容易，光是挂靠单位，联系了１０多家，大伤脑筋，最后
总算有了着落，把华夏地方志研究所挂靠在江汉大学。学术团体的生命在于活动，而活动又受制

于经费。文尧同志满腔热情，多方奔走，四处筹措，筚路蓝缕，终于在１９８９年把华夏地方志研
究所的牌子在武汉车站路２号高高挂起。文尧被推为研究所所长，我和几位志友担任副所长，还
在全国各地聘了一批研究员。对于此举，方志界有人称赞，有人放出风凉话，真是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华夏地方志研究所成立后，直奔两大主题：一是总结首轮新志的编纂经验，检讨得失；二是

探索续志 （即二轮方志）的编写。研究所成立不久便于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３—２９日在武汉举办了全国
首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会后编辑了 《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一辑），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

版。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２７日在武汉又举办了全国第二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
《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二辑）。同年５月，举办了全国第三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编辑出版
了 《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三辑）。１９９１年６—９月，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与广水市地方志办公室
合作，对 《应山县志》发行后社会效益展开调查。全国第四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
举办。每期研讨会与会者全是市县主编和业务骨干，所以经验来自实践，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没有自炫其学的空谈。这四期研讨会都是文尧同志不遗余力，一手操办，何

等辛苦，何等付出，可以想象。这四次会议，我都到会作了重点发言，文尧同志介绍我是方志界

的 “拚命三郎”，其实他自己才是一位不知疲倦、敢于担当的志坛干将。若干年后他被选为中国

地方志协会副会长。

在总结一轮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编好二轮志书，修好续志，必须未雨绸缪。首轮修志大

家深感理论准备不足，二轮修志总不能重复这个不足和遗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华夏地方志研究所
举办了全国续志座谈会。会前，文尧同志亲拟调查提纲，发给与会者参考，并亲自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方志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会后由文尧同

志主持把会议的发言选编成册，命名为 《方志续修今议》，其中收录了林衍经的 《新方志续修问

题初探》、黄道立的 《方志续修纵横谈》、欧阳发的 《创修·续修·重修》、饶展雄的 《志书续

修断想》、李明的 《续 “志”工程启动前的三个问题》、吴忠礼的 《新志续修的总体要求》、左

开一的 《新志续修的断限及操作》。因为缺乏经费，此书未能公开出版，只是内部印刷数百册，

寄发各地供参考。在此期间，华夏地方志研究所还曾编写出版了 《汉正街志》，记述歌颂改革

开放。

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在完成历史任务后，终因经费拮据，负责人精力不济，这才把研究所的活

动停止下来。虽说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坚持不足１０年，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它却充分体现了 “有

志于此者”们以事业为重、主动担当的精神。有时我想将来若编写中国方志发展史，应对在方

志园地不计报酬、默默耕耘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员和民间方志研究所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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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志为乐　以修志为荣
２０００年６月我退休后，正遇上二轮修志的历史机遇，决心发挥余热，去体会一下 “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在退休后的２０年中，我一直风雨兼程参编方志，在探索的道路上寻求
人生的快乐。所以，“以修志为乐，以修志为荣”便是我晚年生活的写照。

２０００年春，安徽有位省级老领导找上我，说广东友人托他在皖聘人去深圳担任 《万丰村志》

主编。万丰村是当时全国十大名村之一，有所谓 “北有大邱庄，南有万丰村”之说，那时他们

正在践行 “共有制”①。由于此前我曾在安徽省志办工作过１０个年头，又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
批公布的学术委员，一轮修志被江西省１４个市县聘为修志顾问，退休后去编一部村志应当不会
有多少困难。６月６日，我从省政协机关办了退休手续，立即直飞深圳，头尾用了一年时间，完
成８０余万字的 《万丰村志》（稿），后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一度深圳报

刊谈及深圳历史变迁时，常常引用 《万丰村志》的资料。完成村志后，我以 《村镇志研究》为

题，撰写了一篇论文，刊发于 《上海志鉴》第二期，指出 “村镇志的编纂是富有发展前景的新

领域”。

２００１年，回到合肥，安徽省志办约我参编 《安徽省志简本》，是志１５０万字，分工我承编经
济部类５０万字，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两年奋战我便按时交稿。省志办领导又提出请我审稿。
虽说这段时间日以继夜查阅资料，不断拟稿、改稿和审稿，但心情愉快，诗云 “旧友新朋续志

日，前度刘郎喜又来”。

２００４年春，义乌市志编辑部的主编、编委一行４人，驱车前来合肥，邀我去义乌担任特约
编辑，参编 《义乌市志》，当时给我明确三项任务：（１）帮助修改义乌市志篇目；（２）全程业
务指导；（３）协助总纂。《义乌市志》系中指组二轮修志抓的点，为了使 《义乌市志》成为新

志中佳本，我付出了极大的辛劳，４年中仅平时业务指导撰写的文字就达１２０余篇，合订成５本
小册子。在参编 《义乌市志》的过程中，我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践自己对新方志编纂的

一些设想，收获颇多。

《义乌市志》是 《义乌县志》的续志，体例如何安排？我认为续志不是什么 “断代志”，它

是承接前志所编的新志，既要续新，又要续旧，否则就称不上是 “一方之全史”。为此，我提出

在市志的卷首增设 “义乌史略”，简要地记述有史以来至续志上限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史，市

志的其他部类———各类专志则主要记述断限之内的史实，全书形成 “纵述历史，横陈现状”。我

所以产生如此设想，主要是受到 《台湾通志稿》《紫阳县志》以及 《德国概况》三书的启发。

《义乌史略》把义乌发展划为６个时期：置县前的历史线索、秦汉至五代十国、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截至到撤县建市）。每个历史时期选择一些重大历史

事件加以记述，这样做既可使人们对重大事件保持清醒的回忆，又可以从淹年岁远的陈迹中，寻

求指导现实生活智慧和力量，既把现在和过去联结起来，又把新志和旧志联结起来。由于卷首载

有 “史略”，新志的开篇便改为 “建置·环境·人口篇”，从而面貌一新，使志书更加适应新时

期新读者的需求。

２００７年，在基本完成 《义乌市志》参编任务后，我逐步把参编活动转移到 《合肥市志》

上。始为顾问，后为总纂。为了在续志中保留更多一点本市的文脉和史脉，使新志适量回归文化

之志，我提出 “激活丛谈”。“丛谈”原本就是传统志书的一个门类。“合肥丛谈”选择了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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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丰人认为自己践行的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 “共有制”。



历史上 ５位代表人物：杨行密、包拯、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的事迹，组成 ５个专题：
（１）吴王事略；（２）包公文化；（３）李鸿章与淮军创建；（４）刘铭传轶事；（５）段祺瑞纪闻。
起到补前志记述不足，彰显合肥文化精神，存地方史研究之成果的作用，从而放大志书存史、资

治、教化之功能。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汲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

然后再往前走。”激活 “丛谈”的实践，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传统中有很好的东西，但这些好的东

西需要现代社会重新激活，经由传统实现创新也是一条值得思考的路子。作为总纂，对 《合肥

市志》在省会城市中率先出版，自然十分高兴，故作小诗记之：大湖名市志已成，梳理文献责

非轻。三十一家列首部，经由传统蕴创新。

这２０年来，我是一部志书一部志书的参编，像游僧那样东奔西走，像苦役犯那样埋头劳作，
据统计一共参编２６本新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我从不做挂名顾问、
挂名主编、挂名总纂，除以上列举的 《万丰村志》《义乌市志》《合肥市志》《安徽省志简本》４
部参编代表作外，深度参编的还有 《庐阳区志》《凤阳县志》《砀山县志》《苏埠镇志》《常营回

族乡志》① 《宣笔志》《中国民主建国会合肥市地方组织志》等。在参编新志的同时，我还应聘

点校出版了两本旧志，即明代 《凤阳新书》和民国初年 《芜湖县志》。由于活动量大，认识的志

友也多，无论走到哪里都获得志友们欢迎，省志办领导对我亦尊重有加。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５日 《合

肥晚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我退休后参编方志的事迹，题为 《呕心为修志，沥血著春

秋》。更使我感动的是，中指组办公室领导从不把我当外人，不仅多次通知我参加全国性的学术

活动，还吸收我参编 《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并聘任我为 《方志百科全书》的专家组成员。２０１９
年，中指组在 《关于全国地方志先进典型的通报》中，把我列入了表彰名单。

而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心里依然牵挂着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泪的方志事业。回

首往事，总觉得对方志界存有一股感恩之情，感恩已故的方志界老领导、老专家，老朋友，他们

教我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使我终身受益。感恩新方志事业，它使我退休生活过得更充实、更

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且颇有成就感。

（作者单位：安徽省政协）

本文责编：杨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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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营回族乡隶属北京市朝阳区。




